
上海老歌：一种记忆性声音的消费神话

自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老歌”“出场”，日久弥新，“上海老歌”承载的社会和文化记忆不断被建

构。“上海老歌”，这一中国流行音乐萌芽期的通俗文化，它包蕴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性”

文化基因组成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更在中国大众流行文

化史上实现了一个持续建构的消费神话。

一、“上海老歌”：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从夜幕降临至晓色朦胧，《夜上海》为现代听众留下了一段“大上海”夜生活的原始记忆，也为中

国人提供了关于“摩登”城市的想像性“声音”: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

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节选自《夜上海》，陈歌辛曲、范烟桥词）

在这首歌中，传统乡土中国的“夜”已转换了时空——被置于了上海大都市的空间背景上，也转

换了“主角”——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体，而不再是传统乡村的士绅或农民。在歌中，

上海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显然，对于当时的一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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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夜上海”既陌生而又有吸引力，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天地”、“新环境”，人们沉

醉其中，却又无力自拔。

以《夜上海》为代表的“上海老歌”的创作，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兴盛于30-40年代，是“上海

开埠”这一特定时代传统和现代环境交互作用和演化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在

较短时间内就具备了西方工业文明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并很快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远东

第一都市。上海的“都市化”发展，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城市景观和文化表征，同时还孕育了与传统

迥然不同的现代生活方式。作为对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积极回应，建立在上海这个商业大都市

基础上的中国流行音乐——“上海老歌”“应景”式地诞生了，且很快为人们所欣赏和喜爱。

上海作为“治外之地的租界，国中之国的超然地位”，给予了它游离于旧体制的政治环境，一定程

度上也为文化发展所必需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乃至人身安全提供了真实可依的制度性保障，因而吸

引、集聚了一大批文人骚客和新型知识分子[1]。从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到1949年，前后二十

余年，有 8000余首当时称之谓“时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平均日产一首[2]，堪称世上的奇迹。

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之一，张爱玲便赞美“时代曲”是“奇异的智慧”[3]。这

些“上海老歌”，题材广泛，尤以情歌居多，贴近上海平民生活，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各个阶层市民

生活的面貌。一时间，因为“上海老歌”的风靡，电台、唱片公司推出大量“绵软之音”，如：《不了情》、

《初恋女》、《采槟榔》、《我有一段情》、《恨不相逢未嫁时》、《夜来香》、《恋之火》、《天涯歌女》、《春天

里》、《秋水伊人》、《四季歌》、《天涯歌女》、《香格里拉》、《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五

月的风》等，都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情感真挚，通俗易唱，一直流传至今，堪称经典。这些

歌曲的共同特点是，把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融为一体，既诗意盎然又明快上口，深受老上海市民的喜

欢，如《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假如呀花儿你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它该

绽开花蕊倾诉衷肠/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假如呀鸟儿你确有知/懂得日

月的消长/它该放开歌喉心底歌唱。

（节选自《五月的风》，黎锦光曲、陈歌辛词）

“上海老歌”成就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峰，推动了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和文化消费空间

的形成，同时还孕育了老上海时期大众的市民意识。就传播/消费的文化意义而言，“上海老歌”以听

觉的方式参与了“摩登上海”[4]的想像和“老上海”记忆的建构，印证了中国社会的都市化、商业化和消

费化的现代进程。在“现代性”悄然登场，并日渐渗透于传统“乡土中国”的上海，“上海老歌”以其突

出的“现代性”风格，区别于传统中国的昆曲、京戏、评弹等历史的“声音”，给人以全新的审美感受。

它与当时兴起的西洋建筑、电影院、新小说等许多摩登事物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人关于“现代”的集

体性文化想象，并具有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不过，这些带魔力的“绵软之音”很快就遭到高举“救亡”、“启蒙”、“社会救赎”派文化批评者的强

烈讨伐。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时，国家正被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浪潮包围，比起高亢激越的抗

战歌声，浅吟低唱式的流行歌曲显然“不合时宜”，甚至被讥之为“商女不知亡国恨”。“上海老歌”，这

种流行文化的本质是商业的，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不像传统文化那样“是合乎逻辑的自然进展和延

[1]老姜：《上海开埠与海派文化之滥觞》，〔上海〕《上海档案》2007年第10期。

[2]高磊：《上海老歌：一座“金矿”待人挖》，〔上海〕《新闻晨报》2012年1月31日。

[3]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上海〕《杂志》1943年第11卷第5期。

[4]李欧梵从研究“想像共同体”问题着手，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并认定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性正是国家现代性的一种，因此，“摩登上海”的想像，也正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参见徐国源：

《典范转移：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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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式发展的结果”[1]。

1930-40年代的“上海老歌”，构成了中国都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共同的空间

里，“上海老歌”是人们共同认可的情感体验对象，人们在共同的情感体验中找到了可以安顿心灵的

精神家园；它反映了普通大众最普遍的情感追求，即人性中最本质、最核心、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引起

大众共鸣的东西；在艺术形式方面，“上海老歌”大都出自文人之手，把雅俗共赏做到了极致，最终形

成了：“高深精致的作曲手法、民族化的音调，却辅以外国舞曲的节奏型（如爵士、华尔兹、探戈等）。”[2]除

此之外，“上海老歌”产量丰富、类型多样，迎合了大众不同的欣赏口味与习惯，为相当数量的听众提

供了精神消费上的即兴满足，因而这种时髦的流行音乐，能够融入到整个上海消费经济的生产循环

中。

二、海派风情：中国流行音乐的现代进程

1927年至1949年，中国流行音乐传播的主要地域是新型大都会上海，主要种类则是海派风情的

流行歌曲。这期间的上海不仅生产了8000余首“时代曲”，涌现出了众多的词曲作家和歌唱明星，而

且，流行音乐传播媒体也极大地发展和成熟起来，满足了当时的上海大众对文化娱乐的迫切需求。

可以这么说，“时代曲”带动了当时上海唱片业、电台广播、电影和歌舞厅的发展，唱片业、电影业、广

播业与歌舞演出等新老传播方式的合力，使得中国流行歌曲在诞生不久就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模式。这种模式，直到今天仍对于当代中国流

行音乐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老上海时期许多词曲作家，一般都有明确的“受众意识”。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大众从

乡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心理特征，较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创作出了大量流传甚广的流行

音乐作品。比如，在当时的通俗歌曲中，描绘的对象不再是往昔的乡村田园，或竹篱、牧童等静物，而

是街头时尚，海滨兜风，青年男女的情感，以及电灯照明下的流动风景和绚烂夜生活。从“乡民”到

“市民”的都市化进程其实质是人的文明意识的复杂转化过程，这是各种都市经验的融合，它提供了

人们一条通向新生活方式的捷径。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可以这么认为，正是流行音乐的诞生，助推了上海唱片

业、电影业、广播业与歌舞演出业等大众化艺术样式的加速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娱乐消遣和闲暇生

活，又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灌输了近现代意识：“云蒸霞蔚的都市大众文化以‘最贴身贴心

的人文关怀’，成为乡民从小农思想转轨到市民意识上去的辅导读物”[3]，“它更是近代市民意识萌生

与滋长的触媒，或者说是近代市民的启蒙教科书。”[4]可以说，晚清以来，在乡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化”

过程中，一个用肉眼看不到的现代化工程，即构成都市文化一部分的通俗歌曲的启蒙影响，实在是不

可忽视的因素。

当时的上海，不仅有众多普通小生产者，还有大量从外地涌入的难民或者淘金者。他们文化不

高，接受能力非常有限，因此那些与时事政治无关、节奏轻快热烈、主要表现男欢女爱的“时代曲”暗

合了大众逃避政治与战乱的心理。在1930年至1932年间，“时代曲”经过大中华、胜利、高亭、百代等

唱片公司录制推广、发行，迅速在全国风靡，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最好的娱乐休闲工具和“精神

麻醉剂”，他们在歌声营造的虚幻空间里，幻想着幸福的爱情与美好的生活。

[1]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4页。

[2]王勇、鲍静：《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3]徐国源：《典范转移：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4]范伯群：《建构多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实与理论依据——撰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时思考的几个问题》，

〔长春〕《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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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老上海时期的流行乐坛，培养和推出了一批极具才华、融汇中西音乐的词曲作家和演唱明

星。例如，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了爵士乐，而被公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拓荒者”和“鼻祖”的黎锦晖

于1927年创作的最初作品中，也已经相当圆熟地吸收了轻快热烈的爵士乐节奏。黎锦晖，出生书香

门第之家，从小喜欢文艺和民间音乐，爱弹古琴、唱花鼓，又有西方乐理知识，是伴随“学堂乐歌”[1]成

长起来的作曲家。黎锦晖和一批年轻音乐家创作的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对于上海上世纪

30-40年代的流行歌曲的风靡，起到了准备作用。这种准备，一方面，对音乐的形式拓宽、音乐素材的

积累等都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未来的听众，让他们对于即将出现的所谓中国流行歌曲

这种新形式，在审美上作好了接受的准备。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南洋各地巡演，开始了其家庭爱情歌曲的批量创作。对于黎

锦晖开创的中国流行歌曲的这种模式，学者王勇总结如下：“以通俗白话或民谣体与略带中国古典韵

文意味的歌词，谱以中国民族民间风味的歌调，却又辅之以外国舞曲节奏型（如爵士、探戈）的乐队伴

奏。”[2]这种模式或艺术样式，既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又可以借助电影、广播、唱片和舞台等各种新媒

介广泛传播，具有音乐生产消费意义上的现代性。

从歌唱的角度而言，姚敏和姚莉兄妹也对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唱法技巧的探索做出了重

大贡献。例如，姚莉在吸纳了黑人音乐中的布鲁斯唱法后，从单纯模仿周璇转变为有自己演唱个性

的歌手，独步歌坛20年，成为歌坛神话，后起者无出其右。姚莉的哥哥姚敏歌而优则作，唱作俱佳，周

璇的《诉衷情》、吴莺音的《大地回春》、李兰香的《恨不相逢未嫁时》，以及姚莉的很多作品都是由他创

作的，传唱度很高，一些歌曲风靡至今，成为金曲、经典，还一再被当红名歌星翻唱，比如蔡琴翻唱过

《春风吻上我的脸》，张惠妹翻唱过《站在高岗上》等。最难能可贵的是，姚敏不仅创作产量高，且风格

各异，他擅长把中国民间小调与美国爵士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中国民间小调营造的恬静、温婉的意

境与带有即兴感的美国爵士乐带来的自由意象叠加、混搭在一起，于古典的悠扬、或幽怨的韵味中让

听众体会到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审美心绪，起承转合间，暗合了多情人的经历与心思，显示了歌曲丰

富、深广的的艺术内涵，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如果说“黎派时代曲”偏重于用欢快的节奏把听众带

动起来成为舞者，那么姚敏创作的歌曲风格则更偏重引领听众静下来细细感味生活，具有浪漫的个

人主义气质，因而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老上海唱片业的金牌词、曲作者，除黎锦晖、姚敏外，还有《夜来香》的作者——黎锦晖的弟弟黎

锦光、《明月千里寄相思》的作者刘如是，以及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家陈歌辛。陈歌辛幼年

曾师从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等专业知识，他在1940
年作曲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是中国第一首在世界范围内被传唱的流行音乐作品：

玫瑰玫瑰我爱你/心的誓约/新的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的誓约/新的情意/圣洁的光

辉照大地/玫瑰玫瑰枝儿细/玫瑰玫瑰刺儿锐/今朝风雨来/摧毁伤了嫩枝和娇蕊/玫瑰玫瑰心

儿坚/玫瑰玫瑰刺儿尖/来日风雨来摧毁/毁不了并蒂连理。

（节选自《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歌辛曲、吴村词）

《玫瑰玫瑰我爱你》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旋律昂扬奔放，配以通俗的歌词，轻

松明快易上口，却不失诗意，艺术性强，于柔靡中表现了一种“风雨摧不毁并蒂连理”的宏阔情怀，迅

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走红。二战结束后，这首歌被美国人译成英文并改编成爵士乐出版了

唱片及乐队曲谱，还被收入美国《125首老歌金曲》流传至今，并于1951年高居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榜

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声音形象，流传至今，成为世界名曲。

[1]“学堂乐歌”是指当年学校里的歌曲，通常首先由学生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是通俗音乐的前身。

[2]王勇、鲍静：《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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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趣味的是，当时与资本主义唱片公司合作的还有一些左翼音乐家，比如《渔光曲》的曲作者

任光，《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名曲的作者贺绿汀，国歌之父聂耳等都曾是百代的职员或签约的作

曲家。作为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由外商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几乎不受国民党管制，不在

意合作人或签约人的政治背景，所以左翼音乐家才有机会以此为阵地传播他们的政治理想，甚至发

行一些反对帝国主义的歌曲，比如著名的《抗敌歌》、《游击队之歌》。这些反帝爱国的歌曲与时代曲

通过相同的制作流程与渠道流传开来，堪称不是流行歌曲的流行歌曲，影响深远，流传至今。难怪有

国外学者感慨帝国主义的唱片公司，在上海靠发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歌曲，赚取了大笔的利润，这实在

是一种讽刺。“时代曲”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演唱者也受过良好的美声专业训练，是造诣很高的专业音

乐人士，如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攻声乐、擅长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民歌的喻宜萱，她率

先演唱了《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虹彩妹妹》等民歌，令这些优秀的民间曲调不仅走出了

穷山僻壤，风靡于大街小巷，还流传到了国外。

再次，就传播范围和速度而言，相比唱片，当时新兴的媒介——电台是流行音乐最为重要的传播

媒介。老上海时期，成功的商业电台都有一套几乎相同的运作模式，即利用收听率吸纳高额的广告

投资，如此，即使是免费收听的电台，也有了稳固和雄厚的经济支撑，就能花得起大价钱邀请正当红

的流行歌星驻台演唱，供听众通过电话现场点歌；越是有人气的歌手点唱率就越高，广告生意自然就

越好；电台的经济效益越好，就越有能力培养新歌手和推广新作品。歌星、电台、流行音乐三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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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充满了市井气息、小资情调的“上海老歌”能穿越一个世纪，在今天仍日久弥新，广为传唱，说明

“上海老歌”无疑具有超时代意义。

自1980年代起，上海老歌的代表性作品如《五月的风》分别被台湾的韩宝仪、香港的奚秀兰和大

陆的董文华等翻唱。歌声飘来，像通俗唱法，又似民族唱法，无须分辨，只管静静地享用那种似静非

静又总粘带些活泼情绪的调子，在每段结尾处那像


